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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漕运管理初探

．成刚

漕运是中国封建政府为满足其官俸、军
饷和宫廷消费的需要， 利用水路转输田赋的
一种专门运输制度。 它对千维持历代王朝统
治的政治、经济生命， 都有若至关重大的意
义。 漕运萌芽千东汉， 兴盛于府宋， 而明代
则是漕运管理制呢变革较频繁的时代， 为治
理好漕政， 各种理漕之议纷陈杂出， 思想材
料也较为丰富。 木文拟从管理体制演变和政
策思想方面对明代漕运作一粗浅的探索。

一、 明代漕运的历史背景

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后， 更加重视和依
赖漕运， 其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
军事的需要。 明初， 为遏止北方蒙古贵族政
权的南侵， 明王朝在北方边境地区集结了数
十万军队， 庞大的军需粮饷必须仰给于富庶
的江南， 故而决定 “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
九府， 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 ， 不久又下令
“海运饷北平、 辽东为定制” @。 其次， 明

王朝宫廷靡费及官兵作饷。 整个明王朝的中
央统治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 据史载
明代的俸禄制度规定：亲王、 公主、 郡王及
其子女等，依次 “ 岁赐禄米五万石递减至五
百石不等“ ， 仅宗室贵族的禄米一项就超过
京师岁供的一倍。 正是由千 “百司庶府， 卫
士编氓， 一 仰漕于东南 ＇＇ ， 因而， “漕为国
命命脉攸关， 三月不至则君相扰， 六月不至
则都人啼， 一 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 0。
这在当时已成为人所共识。 另外， 由于全国
的经济重心自东汉末年以来就逐渐南移， 南

一 52 -

方经济区经东晋以来历朝的发展， 至南宋时
巳基本上确定了它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 明朝时 “北方田痄收簿， 除输正粮无
余物” ， 而江南地区则粮米生产丰富充裕，
这就为 “南粮北涸 ” 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 明初的 “ 河海兼运”

明初为供应北方辽东驻军给养， 明太祖
决定恢复元代的海运， 将东南沿海富庶地区
的粮赋 “海运饷北平、 辽东为定制 ” 。 然而
由于海运漕船不熟悉航道， 海上风浪气候变
化莫测， 漕船损失、沉没事故时有发生， 如
永乐之年， 由江南海运粮到直沾， 全年总运
量为六十万一千二百三十石， 安全到达的只
有四十九万多石， 损失漕粮占总运量的百分
之十七。 尽管明王朝为改善海运采取了不少
措施， 如在沿海地区增设航标， 采用指南针
等航海仪器， 建立漕船避险的港口，并多次
对海运路线勘察，但海运险阻仍是不易克服
的难题。 据工部尚书宋礼的估算， 以同样的
运输代价， 河漕的运量比海运要增加三倍。
因此， 明王朝决定将消运重点落实于河运。
永乐初年， 南北大运河尚不能直达北京。 当
时会通河岸狭水浅， 不堪重船通行， 中间较
长一段路程采用陆运，江淮地区的漕粮运至
阳武后就不再通行， 须 “发山西、 河南丁
夫， 陆挽百十里入卫河。 ＠“ 陆运不但运
费高昂， 而且中途 “历八递运所， 民苦其
劳。G “ 故而明王朝又采纳了户部尚书郁新
的建议， “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 道淮



及沙河抵陈州颍歧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
抵八柳树， 车运赴卫河输北平， 与海运相
参。 …… 百费仰给， 不止饷边也。 淮、 海运
道凡二， 而临消仓储河南、 山东粟， 亦以输
北平， 合而计之为三运， 惟海运用官军， 其
余则皆民运。”这表明自永乐年初， 明政府
就实行河海兼运， 海运由明军承办， 河运则
用民力， 临消仓的漕粮直接由河南、 山西两
地的粮户就近缴纳后转运京师。

为提高河运的效益， 永乐九年， 明成祖
采纳济宁同知潘叔正的建议： 以会通河段为
重点， 综合浚治运河。 这项工程共征调民夫
十六万， 对全长三百多华里的会通河进行了
较彻底的修治。 全线畅通后， 载重千石的漕
船皆可顺利航行， 充分发挥了河运安全、 节
省的长处,'所以， 明政府决定自永乐十三年
(1415年）起， 罢海运、 陆运而专营河运。

一、 “支运法 ” 、 “兑运法 ”

与陈瑾的管理思想

明代漕运制度自成祖之后， 大致经历了
“支运法” 、 “ 兑运法” 、 “长运法” 三种

形式的演变。
永乐十三年， 在尚书宋礼、平江伯陈渲

的建议下， 明政府开始实行 “支运法” 。 据
＜＜明史·食货志》载： “自浚会通河， 帝命
都督贾义、 尚书宋礼以舟师运。 礼以海船大
者千石， 工麻辄败， 乃造浅船五百艘， 运
淮、 扬、 徐、兖粮百万， 以当海运之数。 平
江伯陈王宣继之， 颇增至三千余艘。 时淮、
徐、 临、 清、 德州各有仓。 江西、 湖广、浙
江民运粮至淮安仓， 分遣官军就近挽运。 自
淮至徐以浙、 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 ．．．．．．

以次递运， 岁凡四次， 可三百万余石， 名曰
支运。”6飞这表明， “支运” 是由纳粮民户
自备船只， 输送到各指定地点的粮仓， 再由
各卫所官军分段接力， 依次运至北京。 每年

四次， 运粮额可达三百余万石。 支运法实际

上是 “军民分任其劳” 。 明政府并作出规

定： 担任支运的粮户， 皆免去本年的税粮，
而纳税粮户则可不必亲自服运输劳役， 全部
运费皆摊入税粮之内， 由纳粮户负担。 “支

运法” 实行后 “不数年， 官军多所调遣， 遂
复民运， 道远数惩期” ©。

实行 “支运” 后，陈道又经过进一步实
地词在， 了解到支运法一大弊端， 即运输能
力的浪费， 一方面， 江南百姓要运粮至淮安
或徐州、 临清，另 一方面， 湖广、 江西、浙
江及苏、 松、 安庆官军每年又驾空船赴淮安
载粮。 为此， 他建议： “若令江南民粮对拔
附近卫所官军， 运载至京， 仍令部运官会
计， 给与路费耗米， 则军民两便” @。 这条
建议受到明宣宗的重视， 不久就下令：由陈
瑾与户部侍郎王佐、工部尚书黄福共同拟定
具体改革方案。 据＜＜明史·食货志））载s
“迼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 失

误农业。 而湖广、 江酉、 浙江及苏、 松、安
庆军士， 每岁以空舟赴淮安载粮， 若令江南
拔粮与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 量给耗米及
道里费， 则军民交便， 是为兑运” 。 随后，
吏部尚书寨义等又制定了«官军兑运民粮加
耗则例））： “以地远近为差。 每石， 湖广八
斗， 江西、 浙江七年， 南直隶六斗， 北直隶
五斗。 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 止加四
斗。 如有兑运不尽， 仍令民自运赴诸仓， 不
愿兑者， 亦听其自运” 0。 兑运法实施后，
湖广、江西、 浙江、 南直隶各府州及山东、
河南诸处百姓， 不必再运粮至原先实行 “支
运法” 时所指定的诸仓， 只要在附近水次将
税粮兑与漕军， 另加耗米若干， 然后由漕军
负责运输和缴纳进仓， “军既加耗， 又给轻
赍银为洪闸盘拔之费， 且得附载他物， 皆乐
从事， 而民亦多以远运为限。 于是， 兑运者
多， 而支运者少矣” @。

四、 “长运法 ” 与滕昭的管理思想

明朝的漕粮多数来自江西， 而江北运军
为数尚多。 兑运法虽然解决了江南驾空舟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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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运粮问题， 而应天、 苏、 松等处税粮又

有不少要通过民运抵达瓜州、 淮安兑军。 故

“成化七年， 乃有改兑之议。 时应天巡抚腾

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 加耗外， 每石

增米一 斗为渡江费” 。 这就是所谓 “ 长运

法” C” 。 长运法的特点，江南巡抚王恕说得

较为明白： “查得成化七年奏准， 将江南应

天府并苏、 松等府该起运瓜州、 淮安二处水

次常盈仓粮， 俱拨官军过江， 就各处仓场交

兑， 每石除原定加耗外， 另加过江水脚米一

斗。 所以军得脚价， 民免远运， 彼此有益，

交相称便 ” 。 这说明， “ 长运法” 实质上就

是进一步减少民运， 将应天、 苏、 松等府原

民运瓜、 淮二处的漕粮， 改由江北运军过江

兑运， 百姓将粮米兑军时， 除按当地兑运加

耗标准给耗外， 另加过江脚米一 斗。 不久，

淮安、 徐州、 临清、 德州均 “悉变为改兑，

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 ” @。

经过成化年间漕运制度的改革， 除少量
“兑运不尽 ” 的税粮仍实行支运法， 民运赴

淮、 徐、 临、 德四仓外， 大部分漕粮运输基

本上已经专业化， 纳粮区的农民从繁重的漕

粮运输劳动中解脱出来， 从而增加农田生产

时间， 漕粮由熟悉运河的漕军就近兑运， 这

样也就避免了因漕船驾空赴兑所而造成的人

力、 物力的浪费， 从而提高了漕运的经济效

益。

随着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 明政府亦相

应地制定了 一 系列管理制度， 主要是以下几

个方面：

(I)专设漕运管理机构。 明初， 漕事

尚由一般官员兼管， 宣德年起由负责运粮的

总兵官、 巡抚和侍郎于每年八月进京， 商定

明年漕运事宜。 至景德年， 始设固定的专职

官吏漕运总督， 总督 “ 与总兵、 参将同理漕

事 ” ， 于每年正月赴扬州巡视， 管理经由瓜

州、 淮安闸的漕船通行， 漕运总兵则负责督

促徐州、 邓县的漕船 “过洪入闸 ＇＇ ， 协同理

漕参政， 并 “管押赴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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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途广置粮仓， 避免损失： 永乐

年间， 明政府始建天津仓与通州左卫仓， 在

会通河修浚完工后， 又陆续在德州、 徐州、

淮安等处设仓 “ 以资转运” ， 并确保漕粮安

全。

(3)修浚河道， 掌握汛期： 为保证漕

运安全、 顺利， 明政府尤其重视修治河道和

掌握利用黄河等主要河道的汛期。 至万历年

间， 督漕御史王宗沐为防止黄河泛滥决漕而

耽误运期， 制定了＜＜漕运法则＞＞， 主要内容

是顺应河水涨落规律， 使漕船航行期间， 进

开黄河的期汛。 据＜＜明史·河漕志»载：按

<＜漕运法则＞＞行船， “ 岁运毕如期抵京， 京

师食足 ” 。

综上所述， 明代的漕运制度是一个不断

演变的过程， 无疑， 每一次变革都将对整个

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一 系列的影响。 从总体

上看， 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

(1)漕运保障了京师的正常经济生

活， 巩固和加强了明王朝的统治。

(2)由于重视并致力于河漕的安全

性， 为确保漕渠、 运河的畅通， 明代的治

河、 修渠、 设闸、 造船等各方面的自然科

学、 工艺技术也得到了促进与发展}

(3)运河流经四省， 长达三千华里，

每年的漕船和商船皆来往繁忙， 不仅南方的

漕粮、 丝绸等物资转运到京师、 北方， 北方

的棉花、特产也被大量带回南方。 这样， 运

河就充分发挥了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作用，

沿河的德州、 临清、 扬州等工商城镇的商品

经济亦日趋发展， 有力推动了明朝南北经济

区的交流、 工商业的发展及国内市场的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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